
为了机会公平而流动

———收入代际传递对劳动力流入的影响

曹　 晖　 罗楚亮∗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 ２００５ 年中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 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以及城市

层面的数据， 探讨了代际收入弹性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选择。 研究发现，

代际收入弹性越高的城市， 劳动力选择其作为流入目的地城市的可能性越小。 本文采用分

样本、 不同的代际收入弹性测度方式都得到了相似的估计结果。 进一步分析表明， 这一结

论不会因为流动选择的内生性、 暂时收入偏差和同住偏差等而改变。 此外， 本文还发现，

代际收入弹性对于人口流入的阻碍作用， 突出体现在落户门槛高的城市和受教育水平较高

的个体。 本文的研究结果体现了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与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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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过程中， 农村经济发展释放了剩余劳动力， 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

力。 因此， 劳动力持续地从农村向城镇、 从内地向沿海、 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 对

这一现象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近年来不断强调要放松或取消落

户限制， 以深化改革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为路径， 打破阻碍劳动力自由

流动的不合理壁垒， 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各地也积极展开抢人大战。 如果说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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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最初阶段还是着眼于吸引各类高端人才， 后来则是力图吸引各层级的劳动力。 这

反映了各地政府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了自己的认识， 越来越意识到了高技术人才和低技

术劳动力的强互补性， 一个城市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 必须要对各类劳动力都有较强

吸引力， 否则就会造成人力资本错配 （梁文泉、 陆铭， ２０１６）。

尽管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来吸引人才， 但流动人口在选择目标迁移地区时可能

依然会非常谨慎。 对机会公平的权衡可能是其重要考量因素。 流动人口往往支付高额

的迁移成本， 如果不能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 那么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是不划

算的。 但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在于如何刻画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可以分为机会公平

和结果公平， 结果公平强调人们参加社会活动之后获得的待遇分配具有公正性， 这往

往需要借助强力的社会再分配才能实现， 而机会公平则不强调人们的结果相似， 只是

要求人们在事前拥有同等的机会。 尽管哲学家对于自由平等的相对价值有很多争议

（诺齐克， １９９１； 罗尔斯， ２００１）， 但这些政治哲学家都十分重视机会平等的重要性。
从收入分配研究的角度而言， 收入代际流动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中的机

会公平。 在一个缺乏流动性的社会中， 前一阶段的经济表现对于后一阶段将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 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是父辈收入越高， 就越有可能为子女提供更好的发展

条件和机会， 从而子女也将获得更高的收入； 反之， 父辈收入越低， 子女更有可能处

于不利境况， 从而也更有可能陷入低收入状态。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些

研究表明， 中国收入代际流动呈现下降倾向， 也就是父辈对于子代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越来越明显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这将导致收入乃至社会阶层分布的固化以及子代成长

初始条件的不公平。

尽管收入流动性和劳动力流动是两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 但目前探讨两者之间

关联性的研究较少， 即收入流动性如何影响到劳动力的流动选择， 或者劳动力流动对

于收入流动性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本文将关注前一个问题。 本文的逻辑出发点是， 收

入代际流动性衡量了收入决定中的机会公平， 劳动力流动可能更为倾向于流向机会公

平程度更高的地区。 因此， 寻求机会公平可能成为促成劳动力在不同城市之间流动选

择的重要因素。 各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在短期内不易发生明显改变， 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看作是该地区的特征之一。 本文估计了各城市的代际收入弹性， 并研究它对于人口

流动的影响。 本文的经验结果证实了寻求机会公平是构成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动机。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回顾； 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基本研

究思路； 第四部分说明数据来源及相关变量特征； 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是主要回归结

果及分析， 包括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结果和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等； 最后是全文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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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回顾

代际收入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早期的研究基于美国数据， 发现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

约为 ０􀆰 ２ （如 Ｂｅｃｋｅｒ ＆ Ｔｏｍｅｓ，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６）。 之后的学者 （如 Ｓｏｌｏｎ， １９９２；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２； Ｍａｚｕｍｂｄｅｒ， ２００５） 则在纠正了早期研究中的暂时收入偏差后， 得到了 ０􀆰 ４ ～ ０􀆰 ６

的代际收入弹性， 这说明美国的社会固化远比想象的高。 这也激发大量学者进行跨国

比较， 基本观点是北欧国家和加拿大的代际收入弹性较低 （Ｂｊöｒｋｌｕｎｄ ＆ Ｊäｎｔｔｉ， １９９７；

Ｃｏｒａｋ ＆ Ｈｅｉｔｚ， １９９９）， 而美国和英国相对较高 （Ｓｏｌｏｎ， １９９２； Ｄｅａｒｄｅｎ， １９９７； 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鉴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性， 近年也涌现了大量针对中国的研究 （详见表 １）。

不难发现， 由于方法、 数据、 样本区间的不同， 导致估计结果大相径庭， 最高的达到

０􀆰 ８４３， 最低的不到 ０􀆰 ２， 而且大量研究发现了城乡之间、 不同年龄段之间的代际流动

性的异质性。

表 １　 对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的不同估计

文献 年份 地区 代际收入弹性 数据来源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城镇 ０􀆰 １８４０ ～ ０􀆰 ２８８０

农村 ０􀆰 ３４２０ ～ ０􀆰 ３９１０
ＣＦＰＳ

王伟同等（２０１９） ２０１４ 全样本 ０􀆰 ２６４９ ～ ０􀆰 ３５０３ ＣＬＤＳ 和 ＣＳＭＡＲ

阳义南（２０１８）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全样本 ０􀆰 ０７７０ ～ ０􀆰 １１８０ ＣＧＳＳ

刘怡等（２０１７） ２０１４

全样本 ０􀆰 ４２４０

城镇 ０􀆰 ３９４０

农村 ０􀆰 ３７２０

ＣＦＰＳ

Ｆａｎ（２０１６）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２ 城镇 ０􀆰 ５０１０ ～ ０􀆰 ５３４０ ＣＨＩＰ

陈琳（２０１５）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２ 城镇 ０􀆰 ３４９０ ～ ０􀆰 ８４３０ ＣＨＩＰ

阳义南和连玉君（２０１５）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全样本 ０􀆰 ０１７０ ～ ０􀆰 ３８８０ ＣＧＳＳ 和 ＣＬＤＳ

徐晓红（２０１５）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城镇 ０􀆰 ３２７２ ～ ０􀆰 ４７２０

农村 ０􀆰 ２５６９ ～ ０􀆰 ４３４８
ＣＨＩＰ 和 ＣＦＰＳ

邸玉娜（２０１４）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全样本 ０􀆰 １２１８ ＣＨＡＲＬＳ

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２ 城镇 ０􀆰 ４７ ～ ０􀆰 ５３ ＣＨＩＰ

周兴和张鹏（２０１３）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１ 全样本 ０􀆰 ３５８０ ～ ０􀆰 ３９３０ ＣＨＮＳ

何石军和黄桂田（２０１３）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全样本 ０􀆰 ３５００ ～ ０􀆰 ６６００ ＣＨ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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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献 年份 地区 代际收入弹性 数据来源

陈琳和袁志刚（２０１２） 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５
城镇 ０􀆰 ３０００ ～ ０􀆰 ５１００

农村 ０􀆰 ２２００ ～ ０􀆰 ４２００
ＣＨＩＰ 和 ＣＧＳＳ

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２００４ 城镇 ０􀆰 １７４０ ～ ０􀆰 ９７３０ ＵＨＥＥＳ 和 ＵＨＩＥＳ

孙三百等（２０１２） ２００６ 全样本 ０􀆰 ５２００ ～ ０􀆰 ６７００ ＣＧＳＳ

韩军辉和龙志和（２０１１）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６ 农村 ０􀆰 ２９４０ ～ ０􀆰 ３５００ ＣＨＮＳ

王海港（２００５）
１９８８ 城镇 ０􀆰 ３４４９ ～ ０􀆰 ３９４０

１９９５ 城镇 ０􀆰 ３５２４ ～ ０􀆰 ４８４１
ＣＨＩＰ

　 　 注： ＣＨＩＰ 为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ＦＰＳ 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ＬＤＳ 为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ＳＭＡＲ 为国泰安

数据库； ＣＨＡＲＬＳ 为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ＧＳＳ 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ＨＮＳ 为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ＵＨＥＥＳ 为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教育就业调查； ＵＨＩＥＳ 为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收支调查。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得到。

研究者对于代际收入弹性背后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也颇为关注。 Ｃｏｒａｋ （２０１３）

指出， 代际收入弹性大体上受到家庭、 劳动力市场以及公共政策三类因素的影响。

Ｂｊöｒｋｌｕｎｄ ＆ Ｊäｎｔｔｉ （１９９７） 和刘怡等 （２０１７） 发现， 家庭因素尤其是婚姻中的正向选择

是产生代际传递的重要机制； 阳义南 （２０１８） 认为市场化改革会增强代际收入流动；

王海港 （２００５） 和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则发现随着市场化改革， 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所下

降。 Ｍａｙｅｒ ＆ Ｌｏｐｏｏ （２００８） 和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都探讨了公共支出尤其是公共教育支出

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 发现增加政府公共教育支出有助于缓解代际固化。 郑筱婷等

（２０２０） 从产业结构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决定， 发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扩张尤其

是中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增强代际流动性。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代际流动的研究， 但少有文献讨论收入代际流动所可能产生的

影响， 缺乏相应的经验证据来表明代际流动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性。 只有王伟同

等 （２０１９） 的研究， 探讨了地区代际流动偏好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这与本文的研究主

题基本相同， 但本文直接基于当年收入计算代际流动性， 而该文则是基于回顾性信息

（１４ 岁时你家居于何种社会位置） 来进行分析， 此外本文讨论了同住偏差和暂时收入

偏差。

研究人口跨地区流动的原因的文献有很多， 现有文献主要考虑的是户籍制度、 房

价、 环境、 公共服务等因素。 梁琦等 （２０１３） 发现现行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流动，

并通过数值模拟发现户籍制度导致城市规模结构偏离帕累托最优。 孙文凯等 （２０１１）

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发生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未能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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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劳动力流动。 刘生龙 （２０１４） 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影响流动人口跨省流动

的排在前四名的因素是迁出省份的人均 ＧＤＰ、 迁出省份的总人口、 迁入省份的人均

ＧＤＰ 和迁移存量。 夏怡然和陆铭 （２０１５） 使用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和地级市城市

特征数据， 发现劳动力选择流向某个城市， 不仅考虑就业和工资， 还会考虑该城市的

医疗教育服务。 张莉等 （２０１７） 发现房价上涨会以倒 Ｕ 型方式影响人口流出， 宋泓和

吴茂华 （２０２０） 发现高房价显著提高了大学毕业生离开本地就业的概率。 还有一些文

章讨论了环境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邓曲恒、 邢春冰， ２０１８）。 但是既有研究除了极

少数文献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软实力的重要性， 换言之， 没有考虑到阻碍人口流动

的因素不仅仅是房价、 教育医疗、 环境、 户籍等因素， 做决策的个体也会考虑当地是

否机会平等， 是否有充足的代际流动性。

三　 基本研究思路

劳动力向不同城市的流动选择， 是基于不同城市的特征所做出的效用最大化选择

行为。 个体 ｉ 流向城市 ｃ 的所获得的效用表示为：
Ｕｉ，ｃ ＝ α ＋ δＩＧＥｃ ＋ βＺ ｉ，ｃ ＋ μｃ ＋ εｉ，ｃ （１）

其中， ＩＧＥｃ为城市 ｃ 的收入代际流动性； Ｚ ｉ，ｃ指的是其他控制变量， 包括城市层面

的特征变量及其与个体特征的交互项， 衡量个体 ｉ 在城市 ｃ 的基本特征； μｃ指的是城市

固定效应； εｉ，ｃ为随机扰动项。
假设个体 ｉ 可以在不同城市之间做出选择， 其选择城市 ｃ 为目的地城市的概率可以

表示为， 对于任意的 ｃ≠ｋ， Ｐｒ （Ｕｉ，ｃ ＞ Ｕｉ，ｋ）， 即流入城市 ｃ 对于个体 ｉ 所带来的效用要

高于其他城市。 如果假设 εｉ，ｃ服从第一类型的极值分布， 则可以将个体 ｉ 选择城市 ｃ 为

目的地城市的概率表示为：

Ｐｒ（ｃｉｔｙｉ ＝ ｃ） ＝ Ｐｒ（Ｕｉ，ｃ ＞ Ｕｉ，ｋ） ＝
ｅｘｐ（α ＋ δＩＧＥｃ ＋ βＺ ｉ，ｃ ＋ μｃ）

∑ Ｊ

ｊ ＝ １
ｅｘｐ（α ＋ δＩＧＥ ｊ ＋ βＺ ｉ，ｊ ＋ μ ｊ）

（ｃ ≠ ｋ） （２）

相应系数可以通过最大似然法估计得到。 估计系数 δ ＞ ０， 表示一个城市的收入代

际流动性越高， 则会增加人们选择该城市的概率； 反之， 如果 δ ＜ ０， 表示一个城市的

收入代际流动性越高， 人们越不倾向于选择这样的城市。
在本研究中，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关键的指标。 本文以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中的常

用指标代际收入弹性来衡量， 并通过城市层面的回归分析得到。 按照代际收入弹性的

通常估计思路， 本文将对城市层面估计下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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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ＩＮＣｙ ＝ α ＋ πｃ ｌｎＩＮＣｏ ＋ ｆ（ａｇｅｙ） ＋ φ（ａｇｅｏ） ＋ θＺ ＋ ε （３）
其中， ｌｎＩＮＣｙ和 ｌｎＩＮＣｏ分别表示子代和父辈的对数收入， Ｚ 为控制变量， 包括孩子

性别、 孩子的学历以及城镇类型； ｆ （ａｇｅｙ） 与 φ （ａｇｅｏ） 表示分别以年龄的多项式衡

量子代与父辈的生命周期效应。 πｃ为城市 ｃ 的代际收入弹性， 衡量了代际流动性， 其基

本含义是父辈收入增长 １ 个百分点导致子代收入增长 πｃ％ 。 代际收入弹性越高， 则代

际收入流动性越低。

针对方程 （３）， 本文还采用了分位数回归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估计了中位数、 ２５
分位数和 ７５ 分位数对应的 πｃ。 其中， ２５ 分位数和 ７５ 分位数的 πｃ分别表示收入 （条件）
分布低分位点和高分位点的代际收入弹性。

四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 以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ＣＭ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度量人口流动的城市选择， 这是本文的因变量；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估计城市层面的代际流动性， 这是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 本

文所用到的城市层面控制变量来自于统计年鉴， 包括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区

域经济统计年鉴》 以及 《中国房地产年鉴》 等。
（一） 代际流动 （传递） 性的描述统计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来估计各个城市的代际流动性。 这一调查

覆盖了 １􀆰 ３１％的全国人口，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约为 ２５８ 万个个人观测值， 并且这一数

据中包含了个人收入信息。 这为在城市层面估计代际流动性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包括

父亲和子代的收入信息以及足够多的 “父亲—子代” 匹配组合。

本文根据城镇样本识别了 “父亲—子代” 组合。 为了避免识别偏差， 本文将父亲

样本限定在 ８０ 岁以下， 子代样本限定在 ２０ 岁以上， 父亲和子代的年龄差在 １６ 岁以上。

为了保证每个城市有足够多的 “父亲—子代” 组合样本用以估计城市层面的代际流动

性， 本文剔除了个体观测值小于 ５０ 的城市。 为了避免逆向因果性， 本文进一步剔除了

父亲或子代离开了户口登记地的样本， 以防止由于人口在地区之间的流动而影响收入

代际传递。 最终， 本文用以估计城市层面代际流动性的样本组合总数为 ２４６７０ 对 “父

亲—子代” 组合。 父亲与子代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 ２ 所示。
父亲与子代收入都来自于 ２００５ 年， 两者的均值差异并不明显， 子代月收入标准

差稍微高一些。 父亲与子代年龄平均相差将近 ２８ 岁。 但父辈与子代的教育程度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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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差异。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 父辈学历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 两者之和接近

８０％ 。 但子代学历构成中， 只有 ９􀆰 ４４％为小学， 比父辈要低 ３１ 个百分点； 大学的比

重则比父辈要高出 ９􀆰 ４３ 个百分点。 教育程度的代际差异来自于教育水平总体扩张的

结果。

表 ２　 父亲与子代基本特征

父亲 子代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月收入（元） ７９７􀆰 ５５ ８３７􀆰 ３８ ７８３􀆰 ５７ ９４４􀆰 ４１

年龄（岁） ５３􀆰 ５５ ６􀆰 ２７ ２５􀆰 ８２ ４􀆰 ９０

性别（女性比例， ％ ） ３２􀆰 ４８ ４６􀆰 ８３

小学（％ ） ４０􀆰 ３４ ４９􀆰 ０６ ９􀆰 ４４ ２９􀆰 ２３

初中（％ ） ３９􀆰 １４ ４８􀆰 ８１ ５２􀆰 ８２ ４９􀆰 ９２

高中（％ ） １４􀆰 ４１ ３５􀆰 １２ ２２􀆰 ２０ ４１􀆰 ５６

大学（％ ） ６􀆰 １１ ２３􀆰 ９５ １５􀆰 ５４ ３６􀆰 ２３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对方程 （３） 进行 ＯＬＳ 回归可以得到收入代际弹性的估计结果。 本文剔除了 πｃ不

具有统计显著性 （ｔ 值 ＜ １􀆰 ９６） 的 １２ 个城市， 最终保留了 １８３ 个城市的代际收入弹性。

所得到的收入弹性分布如图 １ 所示， 其中沿海城市的代际收入弹性相对较低， 而内地

城市的代际收入弹性相对较高。

图 １　 代际收入弹性的分布 （地级市）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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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样本中， 不同地区之间的代际收入弹性均值是 ０􀆰 ４２， 这个数值和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比较接近。 针对方程 （３）， 本文还采用了分位数回归， 估计了中位数、 ２５
分位数和 ７５ 分位数对应的 πｃ。 其中， ２５ 分位数和 ７５ 分位数的 πｃ分别表示收入 （条
件） 分布低分位点和高分位点的代际收入弹性。

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指出， 用子代收入对父亲收入做回归， 得到的结果不如用子代

的收入排序等级 （ｒａｎｋ） 对父亲的收入排序等级回归得到的结果稳定。 因此， 本文将

父辈和子代样本合并划分为三个年龄组， 分别为 ２０ ～ ３０ 岁、 ３０ ～ ４０ 岁、 ４０ 岁以上， 计

算各自在年龄组内的收入排序等级， 这样就可以构造基于此的代际流动估计结果， 本

文也考虑了这一度量方法所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对于城市内部的代际收入弹性 （ ＩＧ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的不同估

计， 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ｔ ＞ １􀆰 ９６） 的城市数量一共为 １４１ 个， 所得到的不同 ＩＧＥ 均值

以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３ 所示。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ＩＧＥ 与 ＩＧＥ＿ ｒａｎｋ 具有非常强的相关

性， 年龄组内标准化对于 ＩＧＥ 估计结果并没有造成明显影响。 不同分位点上的 ＩＧＥ 略

有差别， ＩＧＥ＿ ２５ 和 ＩＧＥ＿ ５０ 的均值比较接近， 而 ＩＧＥ＿ ７５ 的均值为 ０􀆰 ４９２。 这意味着

收入分布较高分位点上的流动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从相关系数矩阵来看， 不同的代际

收入弹性估计结果之间具有比较强的相关性， 几乎都在 ０􀆰 ６ 以上。 在后文的讨论中，
本文会考虑到不同方法所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表 ３　 不同代际收入弹性估计的相关性

均值 标准差
相关系数矩阵

ＩＧＥ ＩＧＥ＿５０ ＩＧＥ＿２５ ＩＧＥ＿７５

ＩＧＥ ０􀆰 ４９９ ０􀆰 １３７

ＩＧＥ＿５０ ０􀆰 ５５１ ０􀆰 １８７ ０􀆰 ８９０

ＩＧＥ＿２５ ０􀆰 ５７１ ０􀆰 １６３ ０􀆰 ８１９ ０􀆰 ８１４

ＩＧＥ＿７５ ０􀆰 ４９２ ０􀆰 １８６ ０􀆰 ８６０ ０􀆰 ８１７ ０􀆰 ５９３

ＩＧＥ＿ｒａｎｋ ０􀆰 ５２０ ０􀆰 １１５ ０􀆰 ７９５ ０􀆰 ６６４ ０􀆰 ６１６ ０􀆰 ６７３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进一步地， 本文根据年龄组内的相对位次构造了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度量指

标。 也就是根据父辈和子代各自在年龄组内的排序等级 （ ｒａｎｋ） 进行比较， 将子代

的百分位排名比父辈高至少 １０ 个百分位点定义为向上流动， 将子代的百分位排名

比父辈低至少 １０ 个百分位点定义为向下流动， 然后在城市层面分别计算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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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向下流动的百分比。 在后文的讨论中， 本文也分别考虑了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

不同效应。
（二） 劳动力流动

本文采用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 （ＣＭＤＳ） 来描述劳动力流动状况。 ＣＭＤＳ 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进行的针对全国流动人口的年度抽样调查， 覆盖全

国 ３１ 个省份 （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 每年样本量接

近 ２０ 万户。 相比较于其他住户调查数据而言， 该数据由于样本量的优势在省份和城市

层面可能具有更好的代表性。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期间的调查数据， 选择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期间流入目的

地城市的样本， 并且剔除了所有居住在村委会的流动人口样本， 本文将流动人口年

龄限制在 ２０ ～ ８０ 岁之间， 最终得到 ４１１３４９ 个个体。 表 ４ 给出了流动人口的个体

特征。

表 ４　 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年龄（岁） ３１􀆰 ７９ ８􀆰 ８４

性别（男性比例， ％ ） ５３􀆰 ９９ ４９􀆰 ８４

小学及以下学历（％ ） １２􀆰 ８６ ３３􀆰 ４８

初中学历（％ ） ５１􀆰 ８６ ４９􀆰 ９７

高中学历（％ ） １９􀆰 ００ ３９􀆰 ２３

大学及以上学历（％ ） １６􀆰 ２８ ３６􀆰 ９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ＣＭＤ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城市变量

本文将流动人口的目的地城市选择作为考察对象， 城市特征是影响流动决策的重

要因素。 因此， 本文根据流动的时间匹配了该年份的城市层面信息。 除了前面所提到

的代际收入弹性外， 其他城市层面的特征还包括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 “每万人

医院数”、 “职工平均工资 （对数）”、 “房价工资比” 以及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
等变量。 这些变量通过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以及 《中国

房地产年鉴》 构造得到。 这些变量也是文献中通常认为会影响迁移意愿的重要因素。

相应变量在城市层面的基本特征如表 ５ 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的样本量是城市和

年份数量的乘积， 但个别年份存在变量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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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城市基本特征

城市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代际收入弹性 ６８０ ０􀆰 ４５４ ０􀆰 １４５ ０􀆰 １７４ ０􀆰 ８４５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 ６８０ ２１２􀆰 ２０６ ２４２􀆰 ９３９ ０􀆰 ０００ １２７０􀆰 ５

每万人医院数 ６７９ ０􀆰 ６０１ ０􀆰 ６８９ ０􀆰 ０１２ １１􀆰 ８１３

Ｌｎ（职工平均工资） ６７６ １０􀆰 ５４２ ０􀆰 ２３１ ９􀆰 ９５ １１􀆰 ３５４

房价工资比（％ ） ６４２ １２􀆰 ７０９ １０􀆰 ５０２ ４􀆰 ５３０ １１０􀆰 ０２１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６８０ ４４􀆰 ３８８ ９􀆰 ８５８ １８􀆰 ９４０ ７７􀆰 ２６０

城市人口规模（对数） ６８０ ４􀆰 ８０９ ０􀆰 ８１３ ３􀆰 １０５ ７􀆰 ９４１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地产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五　 基础回归结果及其稳健性

（一） 基础回归

根据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 表 ６ 是基础回归结果。 第一列是将所

有年份的观测值进行合并回归的结果， 后面四列根据到达目的城市的年份进行回归。

所有回归中都控制了省级固定效应。 表 ６ 所报告的为方程 （２） 的估计系数。 根据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性质， 根据这些估计系数可以推算出相应的胜算比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即
ｐ

１ － ｐ，

其中 ｐ 为目的地城市 ｃ 的概率， 各变量对于胜算比的影响可以表示为
∂（ｐ ／（１ － ｐ））

∂ｘｊ
＝ ｅｘｐ

（βｊ）， 表示 ｘｊ增加一单位， 导致选择目的地城市为 ｃ 的概率相对于其他选择可能的变化倍

数。 其中的关键临界值是 ｅｘｐ （βｊ） 是否大于 １， 如果 ｅｘｐ （βｊ） ＞１， 则该因素增加的边

际效应倾向于提高胜算比， 否则将降低胜算比。

从表 ６ 可以看出， 代际收入弹性对于劳动力的流动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 如果

某城市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 （代际收入流动性更低）， 则流动人口选择该城市作为目

的地的可能性将会下降。 根据表 ６ 第一列的估计结果， 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系数为

－ １􀆰 ８５５７， 转换为胜算比为 ０􀆰 １５６３。 也就是说， 如果某城市的代际收入弹性比另一个

城市高出 １００ 个百分点， 那么选择该城市的概率将是选择另一个城市的 ０􀆰 １５６３。 本文

估计的各城市代际收入弹性， 最高的是 ０􀆰 ７７， 最低的为 ０􀆰 １５， 两者相差 ６２ 个百分点，

按照表 ６ 的估计结果， 选择该城市 （代际收入弹性高） 的概率是另一个城市 （代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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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弹性低） 的 ０􀆰 ０９６９ 倍， 也就是低 ９１􀆰 ３１％ 。 从到达目的地城市的时间的分年份估计

结果来看， 代际收入弹性对劳动力流动的这种影响仍然存在， 并且这里估计的胜算比

有上升倾向， 也就是说代际收入弹性对于劳动力流动的不利影响有所下降。

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也符合经验研究的预期。 总体上说， 教育水平高、 医疗条件

好的城市会更容易吸引流动人口， 工资高低对流动人口选择的影响相对更少， 第三产

业占比提高也可能因为对于流动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提高该城市对于流动人

口的吸引力。 人口流动也更倾向于选择人口多的大城市。 房价收入比越高的城市对于

流动人口通常具有更高的吸引力。 当房价收入比增加一个单位时， 该城市人口流入的

胜算比提高将近 １％ ， 各年份的估计结果中这一效应为 ３ ～ ７％ 。 这可能表明， 房价高并

不仅仅衡量的是某城市的生活成本， 更有可能成为降低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信号 （张

莉等， ２０１７）。

表 ６　 基础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是否选择该城市

到达本地时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代际收入弹性
－ １􀆰 ８５５７∗∗∗

（０􀆰 ０２８５）
－ １􀆰 ４９８６∗∗∗

（０􀆰 ０６０３）
－ １􀆰 ６０６３∗∗∗

（０􀆰 ０５８７）
－ ０􀆰 ９６５８∗∗∗

（０􀆰 ０６２６）
－ ０􀆰 ７７９０∗∗∗

（０􀆰 ０６１５）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１）

每万人医院数
０􀆰 ２０７０∗∗∗

（０􀆰 ００２９）
０􀆰 ３５０４∗∗∗

（０􀆰 ０１６６）
０􀆰 ２２８９∗∗∗

（０􀆰 ００９４）
０􀆰 １８２３∗∗∗

（０􀆰 ００５２）
０􀆰 ２５１９∗∗∗

（０􀆰 ０１７２）

Ｌｎ（职工平均工资）
２􀆰 ３９０５∗∗∗

（０􀆰 ０１９５）
２􀆰 ８００９∗∗∗

（０􀆰 ０４４０）
２􀆰 ６９０８∗∗∗

（０􀆰 ０４３４）
１􀆰 ８１４７∗∗∗

（０􀆰 ０４５４）
２􀆰 ４１２６∗∗∗

（０􀆰 ０４７４）

房价工资比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２７４∗∗∗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６６９∗∗∗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５６０∗∗∗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４０３∗∗∗

（０􀆰 ００１７）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 ０２６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２１５∗∗∗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００８）

Ｌｎ（城市人口数）
０􀆰 ４８１２∗∗∗

（０􀆰 ００４４）
０􀆰 ５９０１∗∗∗

（０􀆰 ０１２８）
０􀆰 ３１０８∗∗∗

（０􀆰 ００９４）
０􀆰 ６６８３∗∗∗

（０􀆰 ０１２３）
０􀆰 ７０９０∗∗∗

（０􀆰 ０１１３）

观测值个数 ３３１８１８０１ ９１３６６５０ ８６３７８６０ ８１６７４１５ ７２３９８７６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 平方 ０􀆰 １１１ ０􀆰 １２７ ０􀆰 １１８ ０􀆰 １１９ ０􀆰 １０７

　 　 注： 本表报告的是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估计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ＣＭＤＳ）、 《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地产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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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

本文从两个方面对代际收入弹性影响劳动力流动选择的效应进行稳健性分析。 一

个方面是对分析的样本范围做出不同限制， 如只考虑务工经商人群在不同城市之间的

流动选择， 或者只考虑跨省劳动力转移。 另一个方面考虑代际收入弹性的不同度量方

式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表 ７ 给出了不同情形下代际收入弹性对于劳动力流动选择

的估计结果， 每个单元格对应不同情形下代际收入弹性影响劳动力流动选择的效应

估计。

如果将分析样本限定在务工经商而进行迁移的流动人口， 从而排除随迁、 婚嫁、

拆迁、 投亲、 学习等相对 “被动” 原因所造成的迁移①， 可以发现所得到的结果与表 ６

是类似的， 都表明劳动力不愿意选择代际收入弹性高的城市， 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由

“务工经商” 的流动人群驱动。 代际收入弹性越高， 则意味着机会公平相对更差， 对于

务工经商这一动机驱动的流动人口而言， 将会更加回避缺乏流动性的社会环境。 如果

将流动人口限定在跨省流动范围， 估计系数绝对值会有所上升， 变为 － ２􀆰 ６８０６， 代际

收入弹性对于全部流动人口跨省流动的胜算比降至 ０􀆰 ０６８５。 这一现象意味着， 对于跨

省流动而言， 收入代际弹性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从代际收入弹性的不同度量方式来看， 对劳动力流动选择的基本方向的影响也是

相似的。 总体而言， 流动人口在选择目的城市时， 倾向于回避代际收入弹性更高的城

市。 对不同分位点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结果而言， 低分位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更为

敏感， 这可能是因为低分位点代际收入弹性所蕴含的机会公平意义对于流动人口更为

重要。

表 ７　 代际收入弹性影响劳动力流动选择的稳健性分析

不同样本范围 代际收入弹性的不同度量方式

务工经商 跨省流动 ＩＧＥ＿ｒａｎｋ ＩＧＥ＿２５ ＩＧＥ＿５０ ＩＧＥ＿７５

代际收入弹性
－ １􀆰 ８４０８∗∗∗

（０􀆰 ０４０９）
－ ２􀆰 ６８０６∗∗∗

（０􀆰 ０５１５）
－ ０􀆰 ４６７０∗∗∗

（０􀆰 ０２９５）
－ １􀆰 ２０２３∗∗∗

（０􀆰 ０２６０）
－ １􀆰 ６６０７∗∗∗

（０􀆰 ０２６８）
－ ０􀆰 ３７２３∗∗∗

（０􀆰 ０２４６）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

每万人医院数
０􀆰 ２１１５∗∗∗

（０􀆰 ００４４）
０􀆰 ２０７３∗∗∗

（０􀆰 ００５８）
０􀆰 １５９０∗∗∗

（０􀆰 ００３１）
０􀆰 １６９９∗∗∗

（０􀆰 ００３０）
０􀆰 １８３５∗∗∗

（０􀆰 ００３１）
０􀆰 １４５１∗∗∗

（０􀆰 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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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调查数据中没有询问流动原因， 因此在表 ７ 第一列的回归分析中排除了这

两年的样本。



续表

不同样本范围 代际收入弹性的不同度量方式

务工经商 跨省流动 ＩＧＥ＿ｒａｎｋ ＩＧＥ＿２５ ＩＧＥ＿５０ ＩＧＥ＿７５

Ｌｎ（职工平均工资）
２􀆰 １５６３∗∗∗

（０􀆰 ０２８１）
２􀆰 ２５９９∗∗∗

（０􀆰 ０３１２）
２􀆰 ３８６９∗∗∗

（０􀆰 ０２０９）
２􀆰 ３６３５∗∗∗

（０􀆰 ０２１１）
２􀆰 ２３６１∗∗∗

（０􀆰 ０２１９）
２􀆰 ４７９１∗∗∗

（０􀆰 ０２０８）

房价工资比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０２）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 ０２３４∗∗∗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２３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００４）

Ｌｎ（城市人口数）
０􀆰 ５７１９∗∗∗

（０􀆰 ００６４）
０􀆰 ５２７７∗∗∗

（０􀆰 ００７３）
０􀆰 ５０８４∗∗∗

（０􀆰 ００４４）
０􀆰 ４７０９∗∗∗

（０􀆰 ００４７）
０􀆰 ４９１１∗∗∗

（０􀆰 ００４６）
０􀆰 ４７１１∗∗∗

（０􀆰 ００４６）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 平方 ０􀆰 １０７ ０􀆰 １８２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９ ０􀆰 １１７

观测值个数 １５７２２５２０ １４８５１００２ ２８８７７２４９ ２８０１６５８７ ２６６１９４９０ ２３６４８２４９

　 　 注： 本表报告的是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估计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其他控制变量同表 ６；∗∗∗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ＣＭＤＳ）、 《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地产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三） 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

代际流动包括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两种可能， 这代表着不同的未来发展预期。

向上流动性越高， 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改善机会； 而向下流动性越高， 则可能会导致

人们形成对未来不良的发展预期。 因此， 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对于劳动力流动选择

也将具有不同的影响。 表 ８ 报告了当地城市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对于劳动力流动目

的地城市选择的影响。 从中可以看出， 向上流动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也就是向上

流动比例越高的城市， 明显更有可能成为劳动力流动选择的目的地城市； 而向下流

动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因此向下流动比例越高的城市， 劳动力流动选择时将更为

回避。

表 ８　 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对劳动力流动选择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是否选择该城市

向上流动
０􀆰 ８１９３∗∗∗

（０􀆰 ０４７７）

向下流动
－ １􀆰 １２８７∗∗∗

（０􀆰 ０３６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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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是否选择该城市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 平方 ０􀆰 １０９ ０􀆰 １１０

观测值个数 ３３１８１８０１ ３３１８１８０１

　 　 注： 本表报告的是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估计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其他控制变量同表 ６；∗∗∗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ＣＭＤＳ）、 《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地产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六　 代际收入弹性影响劳动力流动的进一步证据

（一） 落户门槛的影响

尽管总体而言， 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依然存在， 但在不同城市之间仍存有较

大的差异性。 是否能够获得流入地城市的户籍， 对于外来人口是否能够融入当地生活、

是否能够均等化地享有当地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通常具有先决性的影响。 随着农

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转移的逐渐增加， 不同城市对这一现象的基本态度和回应程度都

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一些城市试图通过严格的落户条件以管控乃至于阻止外来人

口流入， 而一些城市则倾向于通过较为宽松的落户条件吸引外来劳动力。 这一现象也引

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张吉鹏和卢冲 （２０１９） 构造了 １２０ 个城市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的落户门槛指数。 本文选择了与所使用样本相同的 ８２ 个城市的综合落户门槛指

数， 以考察户籍管制是如何作用于劳动力流动决策中的代际收入弹性效应。

表 ９　 落户门槛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是否选择该城市

代际收入弹性
－ ２􀆰 ７５６５∗∗∗

（０􀆰 ０４１２）
－ ２􀆰 ５４８５∗∗∗

（０􀆰 ０４２１）
－ ２􀆰 ０７５４∗∗∗

（０􀆰 ０５２５）

落户门槛指数
－ １􀆰 ２８２１∗∗∗

（０􀆰 ０６５０）

高落户门槛
１􀆰 ００５５∗∗∗

（０􀆰 ０３５３）

代际收入弹性与高落户门槛交叉乘积
－ ２􀆰 ３６２９∗∗∗

（０􀆰 ０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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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是否选择该城市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 平方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２

观测值个数 １２７０３８３０ １２７０３８３０ １２７０３８３０

　 　 注： 本表报告的是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估计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其他控制变量同表 ６；∗∗∗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 张吉鹏和卢冲 （２０１９） 数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调查 （ＣＭＤ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地产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由于样本量发生了较大改变， 因此表 ９ 的第一列给出了这 ８２ 个城市的基准回归

结果作为对照， 和表 ６ 一样， 这里也是采用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且没有控制落户门槛指数，

所不同的是样本范围缩小到有落户门槛指数的城市。 结果大于表 ６ 的全样本估计结

果， 但系数符号保持一致。 第二列是控制落户门槛指数时的估计结果， 从中可以看

到， 落户门槛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流动人口的目的地城市选择倾向于回避落户门槛

高的城市， 也就是户籍管制较严格的地区。 这是流动人口基于这一政府管控政策而做

出的选择。 但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没有明显改变。 第三列的设定与前面略有不

同， 本文将样本城市按照综合落户门槛的中位数分为两组， 高于中位数的取 １， 低于

中位数的取 ０， 交互项的结果表明， 落户门槛的提高会增强代际传递对人口流入的负

面影响。

综上所述， 落户门槛和代际收入弹性具有相似的性质， 即对人口流入具有阻碍效

应。 从性质上说， 这两个指标可能也具有相似的意义， 都是机会不公平的度量方式。
代际收入弹性和高落户门槛的交叉乘积项显著为负， 意味着这两个因素对于劳动力流

入选择的不利影响具有相互强化的倾向。
（二） 个体特征的异质性

为了讨论代际收入弹性对于劳动力流动效应在不同人群中的异质性， 本文采用

了张莉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通过相应的个体特征与代际收入弹性交叉项的方式来体

现这种异质性影响。 这里主要考虑了性别、 年龄与教育程度的异质性。 具体结果见

表 １０。
由于代际收入弹性的增加会降低流动到该城市的概率， 所以如果交互项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 说明这部分人群的迁移概率受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较小。 从表 １０ 可以发

现， 男性、 年龄大的人群较少受到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 本文还根据教育程度区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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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 （高中、 大学及大学以上定义为高技能， 否则为低技能）。 从表

１０ 可以看出， 高技能与代际收入弹性的交叉项显著为负， 意味着代际收入弹性对于高

技能劳动力的流入选择具有更为严重的不利影响， 高技能人群对于代际收入流动性差

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回避倾向。 这些结果与张莉等 （２０１７） 以及宋弘和吴茂华 （２０２０）

的结果是比较类似的。 这在格外重视人才强国、 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对政策制定具有

重要的启示， 吸引高技能人才流入更加需要创造机会公平的社会环境。

表 １０　 个体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是否选择该城市

代际收入弹性度量方式 ＩＧＥ

代际收入弹性
－ １􀆰 ９５５４∗∗∗

（０􀆰 ０３３２）
－ ３􀆰 ２１６１∗∗∗

（０􀆰 ０６４７）
－ １􀆰 ７４９０∗∗∗

（０􀆰 ０３１８）

代际收入弹性 × 男性
０􀆰 １８９０∗∗∗

（０􀆰 ０３２４）

代际收入弹性 × 年龄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０１８）

代际收入弹性 × 高技能
－ ０􀆰 ２４６２∗∗∗

（０􀆰 ０３２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数 ３３１８１８０１ ３３１８１８０１ ３３１８１８０１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 平方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１

　 　 注： 本表报告的是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估计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其他控制变量同表 ６；∗∗∗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ＣＭＤＳ）、 《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地产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三） 反向因果性

劳动力流动也可能影响到代际收入弹性 （孙三百等， ２０１２）。 为了避免这种反向影

响， 本文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 例如， 在估算代际收入弹性时， 所采用的人群样

本为没有离开过户籍所在地的个体， 这个群体的收入水平可能与人口流动并不直接相

关， 而分析中所采用的受影响群体完全是流动人口。 换言之，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涉及的群体基本不存在交集。 此外， 在计算城市代际收入弹性时采用的是 ２００５ 年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而估计劳动力流动采用的是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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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内生性偏误。

尽管如此， 本部分仍从城市层面， 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讨论代际收入弹性对于劳

动力流动的影响①。 需要说明的是， 这一讨论不再基于前面的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 而是根

据各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差的对数 （ ｌｎｎｅｔ） 来衡量 （累积的） 外来人口净流

入量②， 从而在城市层面讨论代际收入弹性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 图 ２ 展示了城市代际

收入弹性与人口净流入对数的散点图， 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呈现出负相关性， 即代际收

入弹性高的城市的人口净流入量相对较低。

图 ２　 城市劳动力流动与代际收入弹性的关系

资料来源： 根据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和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ＣＥＩＣ
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本文选取各省 ２００５ 年在岗职工中的国有职工比例作为代际收入弹性的工具变量③。

国有职工占比较高的地区， 代际收入弹性会相对较大， 从而对人口流入产生不利影响。

表 １１ 是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作为对照， 本文也给出了相应的最小二乘 （ＯＬＳ）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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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个较为相似的思路是王伟同等 （２０１９） 的研究， 他们采用三线建设建成或迁入的企业、 科

研单位等在城市层面的数量分布作为代际流动性指标的工具变量， 基本思路是这一事件直接

由中央决策， 并且距今已有一定的时间， 因此具有外生性。 但由于数据可得性， 本文无法借

鉴这一识别策略。
城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数据来自于 ＣＥＩＣ 数据库。
根据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整理得到。



结果。 这个工具变量的逻辑在于国有部门相对比较稳定， 并且存在 “子顶父职” 传统，

因而这一比例可能会影响城市的代际流动性， 由于这一指标是省级层面加总， 而本文

的核心解释变量在城市层面， 因而逆向因果性可能较小。

表 １１　 工具变量回归

工具变量回归 ＯＬＳ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ＯＬＳ

ＩＧＥ ｌｎｎｅｔ ｌｎｎｅｔ

代际收入弹性
－ ０􀆰 ４７０∗

（０􀆰 ２５７）
－ ０􀆰 １５５∗∗

（０􀆰 ０６３）

国有职工比例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观测值个数 ５７７ ５７７ ５７７

Ｒ 平方 ０􀆰 ２２８ ０􀆰 ３５９ ０􀆰 ４００

第一阶段稳健 Ｆ 值 １７􀆰 ４８７

　 　 注： 其他控制变量同表 ６；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Ｉｎｎｅｔ 表示各

城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差的对数； ＩＧＥ 表示各城市估计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
资料来源： 根据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和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ＣＥＩＣ 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基本符合预期， 第一阶段稳健 Ｆ 值也大于 １０， 表明不存在弱

工具变量问题。 表 １１ 的结果表明， 代际流动弹性增加 １００ 个百分点， 会导致人口流入

下降 ４７％ ， 这一结果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ＯＬＳ 的回归结果为 － ０􀆰 １５５， 工具变

量估计值是 ＯＬＳ 估计值的 ３ 倍多。 王伟同等 （２０１９） 研究中的工具变量结果也出现了

类似的情况， 这意味着 ＯＬＳ 估计存在低估。 可能的原因是在存在异质性内生性的情况

下， 由于工具变量回归分析的是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 ＬＡＴＥ）， 这部分人是服从者

（ｃｏｍｐｌｉｅｒｓ）， 因而反应一般更大一点。 当然如果工具变量存在测量误差的时候， 也有

可能导致工具变量回归偏大。 总体而言， 表 １１ 的结果依然证实了代际收入弹性对于劳

动力流动的影响显著。

（四） 暂时收入偏差和同住偏差

到目前为止， 本文的分析还未很好地解决暂时收入偏差和同住偏差， 这是因为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的截面性质导致， 由于无法找到更具有地区代表性的数据，

因此忽略暂时收入偏差和同住选择偏差是一种必要的妥协。 不过，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做试探性分析， 以期有所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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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照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本文找到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ＣＦＰＳ 所有

的父子 ／女对， 这其中包括了大量没有报告收入的个体。 这是因为 ＣＦＰＳ 没有搜集非同

住个体的收入信息， 但询问了性别、 教育、 年龄等信息。 与之前一样， 本文保留了年

龄大于 ２０ 岁的子代样本和年龄小于 ８０ 岁的父亲样本。 接着， 本文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

法来分别估计父亲和子代的收入， 在选择和结果方程中都控制了年龄、 年龄平方、 教

育水平等变量， 并控制了省级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在选择方程中本文还控制了

兄弟姐妹的人数， 这是因为这一变量很容易影响同住概率从而影响收入被观测到的可

能。 在得到估计的收入后， 保留至少被观测到两期的样本， 并进行平均以克服暂时收

入偏差。 所有收入数据都用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格进行调整。

由于样本容量有限， 本文稍微放宽各城市的样本量要求， 保留所有至少有 ３０ 组观

测值的城市样本， 并且保留所有估计结果的 ｔ 值高于 １􀆰 ９６ 的代际收入弹性， 最终得到

６１ 个城市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结果。 最后采用与之前相同的做法， 以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来

拟合劳动力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选择， 并且劳动力流动仍采用了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调查数据。 估计结果见表 １２。

表 １２　 基于 ＣＦＰＳ 的回归

被解释变量 是否选择该城市

到达本地时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代际收入弹性
－ ２􀆰 ９１４３∗∗∗

（０􀆰 ０７６３）
－ ２􀆰 ２５６３∗∗∗

（０􀆰 １５８９）
－ １􀆰 ９６３８∗∗∗

（０􀆰 １６２６）
－ ２􀆰 ７００４∗∗∗

（０􀆰 １６９２）
－ ２􀆰 ３５７５∗∗∗

（０􀆰 １７０２）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每万人医院数
０􀆰 ４１６１∗∗∗

（０􀆰 ００７３）
０􀆰 ４６２４∗∗∗

（０􀆰 ０４２２）
０􀆰 ３６４８∗∗∗

（０􀆰 ０２１４）
０􀆰 ４２１３∗∗∗

（０􀆰 ０３８３）
０􀆰 ５０８７∗∗∗

（０􀆰 ０４１６）

Ｌｎ（职工平均工资）
１􀆰 ８５０２∗∗∗

（０􀆰 ０２８８）
２􀆰 １４５１∗∗∗

（０􀆰 ０６７９）
２􀆰 ２１７３∗∗∗

（０􀆰 ０７７５）
２􀆰 ２７６１∗∗∗

（０􀆰 ０７４４）
１􀆰 ７６０９∗∗∗

（０􀆰 ０６２０）

房价工资比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７４５∗∗∗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４５７∗∗∗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７５１∗∗∗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８８２∗∗∗

（０􀆰 ００５４）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１３）

Ｌｎ（城市人口数）
０􀆰 ７３９７∗∗∗

（０􀆰 ００８３）
０􀆰 ８３３３∗∗∗

（０􀆰 ０２２２）
０􀆰 ５６６５∗∗∗

（０􀆰 ０１７９）
０􀆰 ７９５４∗∗∗

（０􀆰 ０１９９）
０􀆰 ７６０５∗∗∗

（０􀆰 ０２０７）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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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是否选择该城市

到达本地时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 平方 ０􀆰 １６５ ０􀆰 １８０ ０􀆰 １７４ ０􀆰 １７３ ０􀆰 １５５

观测值个数 ９４９９５８５ ２６０６３１６ ２４３５５８９ ２３８１５２０ ２０７６１６０

　 　 注： 本表报告的是条件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估计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从上表可以看出， 使用 ＣＦＰＳ 数据， 无论是主要解释变量还是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都和表 ６ 有相同的符号， 且估计值的大小也比较接近。 尽管这一讨论可能会在城市层

面的代表性上存在缺陷，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暂时收入偏差和同住偏差并没有影响

本文的结果。

七　 结论

本文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及城市层

面的特征信息， 讨论了代际收入弹性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在不同 （流入地） 城市之间的

选择。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代际收入弹性越高的城市， 即收入流动性越差的城市，

流动人口选择作为流入目的地城市的可能性越小。 即使将样本限定在务工经商、 跨省

流动的人群中， 这一效应依然存在。 对于跨省流动的人群而言， 他们对于代际收入流

动性差的城市的回避程度更高。 本文采用不同的代际收入弹性测度方式， 得到的估计

结果相似。 这一结论并不会因为流动选择的内生性、 暂时收入偏差和同住偏差等而

改变。

更进一步地， 本文发现代际收入弹性对于劳动力流入选择的不利影响会因为户籍

门槛而被强化。 从流动人口的个体异质性来看， 男性以及年龄较大的流动人群， 其流

动选择行为受到城市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相对较低， 但高技能人群对于城市代际收入

弹性的反应将会更为敏感。 这也意味着， 高技能劳动力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选择更

为看重机会公平。

相对于已有的文献，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劳动力在不同城市之

间的选择可能不仅仅受到工资水平、 环境状况等特征的影响， 也与机会公平的社会环

境这种 “软” 要素密切相关。 这对于城市层面吸引劳动力流入具有重要的启示， 同时

也揭示了社会流动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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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卷第 １ 期



当然， 本文的估计结果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是本文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是基于

一年的截面数据。 一些研究 （如 Ｓｏｌｏｎ， １９９２； Ｍａｚｕｍｄｅｒ， ２００５； 韩军辉、 龙志和，
２０１１） 发现这种做法会导致低估。 但值得说明的是， 本文以代际收入弹性作为劳动力

流动的解释变量， 重要的是这一度量结果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波动性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如果

这种偏误同时存在于不同城市之间， 对于本文结果的影响可能不会那么严重。 由于人

口调查只涉及到居住在同一个家庭的人， 这可能导致同住选择偏差， 本文采用了 ＣＦＰＳ
数据作为补充， 结果发现这一偏误并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其次， 本文数据的另一

个不足之处可能是采用了 ２００５ 年的代际收入弹性。 这一方面是受制于数据来源， 只有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含有收入信息并且在城市层面能够具有较多的样本量；
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代际收入弹性在本文分析中具有外生性。 本文采用早于人口流动

的代际收入弹性测度结果， 意味着这一变量不会受到后续劳动力流动的反向作用。 当

然， 也有不少研究发现代际收入弹性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指标， 因此， 基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所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 可以看作城市劳动力流动选择时所面临的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近似描述。

参考文献：

陈琳（２０１５）， 《中国城镇代际收入弹性研究： 测量误差的纠正和收入影响的识别》，
《经济学 （季刊）》 第 １ 期， 第 ３３ － ５２ 页。

陈琳、 袁志刚 （２０１２）， 《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趋势与内在传递机制》， 《世界经济》
第 ６ 期， 第 １１５ － １３１ 页。

邓曲恒、 邢春冰 （２０１８）， 《对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 基于迁移决策的计量分析》， 《劳

动经济研究》 第 ６ 期， 第 ２３ － ４３ 页。
邸玉娜 （２０１４）， 《代际流动、 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经济科学》 第 １ 期， 第 ６５ － ７４ 页。
韩军辉、 龙志和 （２０１１）， 《基于多重计量偏误的农村代际收入流动分位回归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第 ５ 期， 第 ２６ － ３５ 页。
何石军、 黄桂田 （２０１３）， 《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金融研

究》 第 ２ 期， 第 １９ － ３２ 页。
梁琦、 陈强远、 王如玉 （２０１３）， 《户籍改革、 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 《中

·３２·

曹　 晖、 罗楚亮： 为了机会公平而流动



国社会科学》 第 １２ 期， 第 ３６ － ５９ 页。

梁文泉、 陆铭 （２０１６）， 《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 城市规模影响服务业人力资本外部性

的微观证据》 第 １２ 期， 第 ９０ － １０３ 页。
刘生龙 （２０１４）， 《中国跨省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

４ 期， 第 ８３ － ９８ 页。
刘怡、 李智慧、 耿志祥 （２０１７）， 《婚姻匹配、 代际流动与家庭模式的个税改革》， 《管

理世界》 第 ９ 期， 第 ６０ － ７２ 页。

罗尔斯 （２００１）， 《正义论》， 何怀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诺齐克 （１９９１）， 《无政府、 国家与乌托邦》， 何怀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弘、 吴茂华 （２０２０）， 《高房价是否导致了区域高技能人力资本流出？》， 《金融研究》

第 ３ 期， 第 ７７ － ９５ 页。
孙三百、 黄薇、 洪俊杰 （２０１２）， 《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 ———基于代际收入

流动的视角》， 《经济研究》 第 ５ 期， 第 １４７ － １５９ 页。
孙文凯、 白重恩、 谢沛初 （２０１１）， 《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经济研究》 第 １ 期， 第 ２８ － ４１ 页。
王海港 （２００５），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代际流动》， 《经济科学》 第 ２ 期， 第 １８ －

２５ 页。

王伟同、 谢佳松、 张玲 （２０１９）， 《人口迁移的地区代际流动偏好： 微观证据与影响机

制》， 《管理世界》 第 ７ 期， 第 ８９ － １０３ 页。
夏怡然、 陆铭 （２０１５）， 《城市间的 “孟母三迁” ———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

研究》， 《管理世界》 第 １０ 期， 第 ７８ － ９０ 页。
徐晓红 （２０１５），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趋势：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中国工

业经济》 第 ３ 期， 第 ５ － １７ 页。
阳义南 （２０１８）， 《市场化进程对中国代际流动的贡献》， 《财经研究》 第 １ 期， 第 １２８ －

１４１ 页。
阳义南、 连玉君 （２０１５）， 《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动态解析———ＣＧＳＳ 与 ＣＬＤＳ 混合横

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 第 ４ 期， 第 ７９ － ９１ 页。

张吉鹏、 卢冲 （２０１９），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 《经济学 （季

刊）》 第 ４ 期， 第 １５０９ － １５３０ 页。
张莉、 何晶、 马润泓 （２０１７）， 《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 《经济研究》 第 ８ 期，

第 １５５ － １７０ 页。

·４２·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卷第 １ 期



郑筱婷、 袁梦、 王珺 （２０２０）， 《城市产业的就业扩张与收入的代际流动》， 《经济学动

态》 第 ９ 期， 第 ５９ － ７４ 页。
周兴、 张鹏 （２０１３）， 《代际间的收入流动及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

学》 第 ５ 期， 第 ５０ － ５９ 页。

Ｂｅｃｋｅｒ， Ｇａｒｙ ＆ Ｎｉｇｅｌ Ｔｏｍｅｓ （１９７９） ． Ａ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８７ （６）， １１５３ － １１８９．

Ｂｅｃｋｅｒ， Ｇａｒｙ ＆ Ｎｉｇｅｌ Ｔｏｍｅｓ （１９８６） ．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 （３）， Ｓ１ － Ｓ３９．
Ｂｊöｒｋｌｕ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 ＆ Ｍａｒｋｕｓ Ｊäｎｔｔｉ （１９９７）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７ （５）， １００９ － １０１８．

Ｃｈｅｔｔｙ， Ｒａｊ，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Ｈｅｎｄｒｅｎ，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Ｋｌｉｎｅ ＆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Ｓａｅｚ （２０１４） ．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９ （４）， １５５３ － １６２３．

Ｃｏｒａｋ， Ｍｉｌｅｓ （２０１３） ．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７ （３）， ７９ － １０２．
Ｃｏｒａｋ， Ｍｉｌｅｓ ＆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ｅｉｓｚ （１９９９）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Ｍｅ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４ （３）， ５０４ － ５３３．
Ｄｅａｒｄｅｎ， Ｌｏｒｒａｉｎ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ａｃｈｉｎ ＆ Ｈｏｗａｒｄ Ｒｅｅｄ （１９９７）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０７ （４）， ４７ － ６６．

Ｄｅｎｇ， Ｑｕｈｅｎｇ， Ｂｊöｒｎ 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 ＆ Ｓｈｉ Ｌｉ （２０１３）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 ５９ （３）， ４１６ － ４３６．

Ｆａｎ， Ｙｉ （ ２０１６ ）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１， ２９９ － ３１４．

Ｆａｎ， Ｙｉ， Ｊｕｎｊｉａｎ Ｙｉ ＆ Ｊｕｎｓｅｎ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２１） ． 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３ （１）， ２０２ － ２３０．

Ｇｏｎｇ， Ｈｏｎｇｅ，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ｅｉｇｈ ＆ Ｘｉｎ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２）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 ５８ （３）， ４８１ － ５０３．
Ｌｉ， Ｚｈｏｎｇｄａ， Ｌｕ Ｌｉｕ ＆ Ｍｅｉｊｉｎ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０， ８９ －

９７．

·５２·

曹　 晖、 罗楚亮： 为了机会公平而流动



Ｍａｙｅｒ， Ｓｕｓａｎ ＆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Ｌｏｐｏｏ （ ２００８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２ （１）， １３９ － １５８．

Ｍａｚｕｍｄｅｒ， Ｂｈａｓｈｋａｒ （２００５）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 Ｓｏｎｓ： Ｎｅ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Ｄａｔ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８７ （２）， ２３５ － ２５５．

Ｓｏｌｏｎ， Ｇａｒｙ （１９９２）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２ （３）， ３９３ － ４０８．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Ｄａｖｉｄ （ １９９２ ） ．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２ （３）， ４０９ － ４２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ｑｕ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Ｈｏｗ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ｏ Ｈｕｉ１ ＆ Ｌｕｏ Ｃｈｕｌｉａｎｇ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ｈｏｗ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 （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ｍｉｇｒａｔｅ ｉｎｔｏ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ａ 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ｌｅｓ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ｉｔ

ｉｓ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ｂ⁃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ｂｔａｉｎ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ｂｉａｓ ａｎｄ ｃ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Ｗｅ ａｌｓ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ｌｏｗ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ｔ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２４， Ｏ１５， Ｐ２５

（责任编辑： 一　 帆）

·６２·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卷第 １ 期


